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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讨论生育政策相关议题 ：基于三孩生育政策，探究 
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从宏微观相结合、短期

与 长 期 相 结 合 的 视 角 出 发，对 比 城 乡 二 孩 生 育 行 为 来 评 估 生 育 政 策 
效果，认识并探讨我国长期的生育潜力和趋势，为优化政策实践和建构配

套政策提供参考 ；探讨最佳生育年龄，为优化妇幼保健与生育水平提供循

证依据 ；剖析澳大利亚的生育政策与实施现状，对国内生育政策的提出提

供参考 ；展示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的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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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

三孩生育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风笑天 1，2

（1.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桂林 541001 ；2.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作为“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大政策举措，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 2013 年年底启动

“单独二孩”政策、2016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新

形势所作出的又一重大决定。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的背景下，这

一生育政策调整更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围绕党中央关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重大决定，笔

者谈几点初浅的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正确认识三孩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

党中央出台全面三孩生育政策，有其极为重要的社会背景和出发点。即在前几年相继推出

“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我国人口的出生状况虽有一定的改变，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依然存在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尤其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所反映出的我国人口发

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所蕴含的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等特征，将成为我国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巨大障碍。党中央此时提出全面三孩生育政策，是希望通过增加幼年人口，改善我国不

合理的人口结构，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因而三孩生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进一步

提升人口出生率，提高幼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规模和比例，以改变目前“少子老龄化”的状况。

对于“少子老龄化”这一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特别突出的人口现象，需要进行客观分析。

一方面，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和人口平均

寿命的延长，社会的老龄化程度会逐步提高，这种状况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而言，

这种老龄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我国幼年人口的明显萎缩。根据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0-1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 1982 年的 33.59%、1990 年 

的 27.68%1，快速下降到 2010 年的 16.6% 和 2020 年的 17.95%2。短短 38 年时间，下降了 15 个 

百分点。正是由于幼年人口的减少，影响了人口的合理结构，也进一步凸显人口老龄化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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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增加人口的出生率，提高幼年人口的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虽

然并不能直接解决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降低老年人口

的比重，缓解老龄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增的幼年人口将在十余年后成长为新的劳动

年龄人口，在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同时，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因此可以说，放开三孩生育政策，是希望把改变我国目前的“少子”状况作为应对“老龄化”

发展的一种途径。

然而，我们对三孩生育政策在提高人口出生率、增加幼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方面要有正确的

认识和合理的心理预期。

第一，有一定规模的育龄人群生育三孩，需要满足两方面的基础和前提 ：一方面是要有相

对更大规模的二孩育龄人口 ；另一方面是二孩育龄人口中有较高比例的人有生育三孩的意愿。

关于二孩育龄人口规模和比例，从 2013 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出生人口统计数据看，

新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从 500 多万逐渐提升到接近 900 万。二孩的比例也逐渐从 2013 年的

30% 左右逐渐提高到 2017 年的 50% 左右（风笑天，2020）。可以说，近几年两项二孩政策的

接连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二孩育龄人口的规模和比例，为三孩政策在增加人口出生率方

面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较大规模的二孩育龄人口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保证三孩生育的规模和比

例的增加。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生育抉择最终决定其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几乎所有采用“理

想子女数”测量方式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表明，当前育龄人口理想子女数量的主流都是

两个孩子，而把生育三个孩子作为生育理想的育龄人口始终很少，其比例在 10% 以下。以近

期发表的、由原国家卫计委于 2017 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一项大型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为例，其

调查结果表明，首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城乡 15-49 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

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比例接近 80%，占绝对主导地位。而理想子女

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比例仅为 7.4%。即使是农村户口的育龄妇女中，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比例

达到了 81%，而三孩及以上的比例也只有 9.7%（庄亚儿，2018）。由此可见，如果育龄人口对

不需要考虑现实条件的“理想子女数”的调查都显示出三孩比例不足 10% 的结果，那么，一

旦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例如，经济压力、时间精力、抚育成本、有无老人帮助，等等）的因素，

这 10% 的育龄人口中真正能够将生育三个孩子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比例必然更少。因此，不应

将提升人口出生率的期望全部放在增加三孩上。

第二，政策上放开了生育三孩，并不意味所有的育龄人群都会生三孩。应实事求是地分析

和估计潜在的三孩生育人口规模，从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生育三孩的人口是农村中已经生育

了两个女孩、但又渴望生一个男孩的育龄人口。以往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实现

“生一个儿子”的愿望。现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可能会生育第三个孩子。

该部分育龄人口规模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三孩生育的总体规模和增长比例。从理论上看，该部分

育龄人口的规模上限不会达到育龄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因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

户籍人口已不到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而农村户籍人口中，生育了两个女孩的人口又不到其中的

四分之一。再考虑部分少数民族已生育三孩，以及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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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http://sh.xinhuanet.com/2021-06/01/c_139-
981873.htm。

意生育三孩等情况。该部分人口中，真正有可能生育三孩的育龄人口比例会更小。除此之外，

城市中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经济条件优渥的人士，例如各类明星，以及一部分经济条件虽不太优

渥、且已生育了一个甚至两个男孩的二孩育龄夫妇，因特定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加入到生育

三孩的队伍中。但这几类人群的规模更小，对于三孩生育增量的贡献应该比较有限。

第三，对于三孩生育的规模除了根据调查中三孩生育意愿的比例高低进行分析外，还可以

根据“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两项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三孩生育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

分析和预测。一方面，据国家卫健委“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

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1。这一结果揭示，即使是对于合法生育两个孩子、

且在调查中得到了较高比例的“打算生育”的肯定答复，但实际生育结果差强人意。而三孩生

育意愿的比例原本就不高，如果同样具有实际生育比例减半的规律，其提升生育水平的作用将

更小 ；另一方面，笔者也曾经对“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过分析，研

究结果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增加人口出生的效果往往只是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较为

明显，即二胎出生的规模和比例有明显增加。随后政策效果逐渐消退，二胎出生数量和比例也

开始出现一定的下降并逐渐趋于稳定（风笑天，2020）。三孩生育政策放开后，如果也遵循这

一规律，或许除在 2023 年出生人口中三胎的数量和比例会有相对明显的增加外，随后其数量

和比例也会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

除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与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相关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三孩生育效果。

例如，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是目前一孩育龄人口规模和比例的持续下降。其显然会对未来的二

孩育龄人口规模形成一定影响，从而会间接地影响三孩育龄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再如，如前文

所述，由于相当大比例的农村育龄人口进城务工，成为流动人口，这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加之

城市社会对其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作用，将会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巨大影

响。大量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已经给出了相关的证据。例如，有学者利用 2016 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较弱，

“仅有 22.6% 明确表示打算生育二孩，近 50% 表示无此打算，31% 表示‘没想好’”（杨菊华，

2018）。流动育龄人口打算生育二孩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与城市育龄人口在这两方面的比

例相差无几。因此，同样可以预测，前述农村已育有两个女孩的流动育龄人口生育三孩的规模

和比例也会因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有所降低。

总之，在三孩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一方面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

实，努力发挥三孩生育政策在提升人口出生率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争取各种保障和服务措

施，使育龄夫妇愿生、乐生、优生，更加注重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提高二孩生育率是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基础和保障

一方面是日趋加深的老龄化程度，以及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 ；另一方面作为促进生育

的政策，放开生育三孩的实际效果又可能因前述原因而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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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开了三孩生育，我们依然不能对三孩生育规模和比例的增加期望过高，而是应该更加关注

和重视提高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即将提高出生人口数量的任务和提升生育水

平的努力更多地放在增加二孩生育的数量和比例上。

第一，三孩生育政策的目标人口首先是已生育二孩的育龄人群。即生育三孩只是对已经生

育二孩的育龄夫妇有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对于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而言，摆在他们

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生不生二孩。因此，二孩育龄人口是三孩生育的客观基础。如果二孩育龄人

口规模和比例偏低，三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自然不可能高。只有提高了二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

增加三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才有实现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孩次育龄人口的规模或基数大不相同。普遍情况下，结婚后不生育子

女的育龄人口在同龄育龄人口中的比例非常小，婚后生育孩子的比例几乎接近 100% ；因此，

一孩育龄人口的规模基本上只会受到已婚育龄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且基本与已婚育龄人口

规模相当。但一孩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规模和比例与此就大不相同，它除了受到一孩育龄人口

规模的影响外，更多地会受到一孩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样规模的一

孩育龄人口，会因为不同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而形成不同规模和比例的二孩育龄人口。

这种二孩生育的比例既可能低至 30%，甚至 20% ；也可能高达 60%，甚至 80%。从我国近几

年实施二孩政策后的情况看，这一比例处于 40%-50% 的范围。换言之，二孩育龄人口的规模

基本只占一孩育龄人口的 40%-50%。而三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将直接受到这一规模和比例的限

制。因此，以目前情况分析，努力提高二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不仅比起相对有限地提高三孩

生育的规模和比例对提高整体生育水平的贡献更大，同时还可以为增加三孩生育提供更大规模

的育龄人群。

第二，从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看，目前生育两个孩子是大多数人心中的理想目标。二孩政

策实施以前的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

最近几年，情况依然如此。例如，前文所述原国家卫计委 2017 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大型生育

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80% 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还是两个孩子（庄亚儿，2018）。

而从近几年实际生育状况的统计看，大约有 40%-50% 的育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40%-50% 的

育龄夫妇生了两个孩子，不到 10% 的育龄夫妇生了三个及以上的孩子（风笑天，2020）。对照

上述理想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生育的现状与育龄人口理想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主要

发生在生育一孩和二孩的比例上，而不在生育三孩的比例上。即生育意愿调查中，80% 的育龄

夫妇有生育两个孩子的理想，但在实际生育状况中，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和限制，只有二分

之一左右的育龄夫妇实现了自己的意愿。虽然以“理想子女数”为指标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并

不真正代表育龄人口实际的生育意愿，但正是育龄人口中所拥有的生育意愿与实际行动之间的

差距，为提升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生育行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所以专门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

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并将其具体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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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31/c_1127513015.htm。
2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http://sh.xinhuanet.com/2021-06/01/c_139-981873.
htm。
3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31/c_1127513015. htm。

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1 等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正是准确地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

中出现的、导致一孩育龄人口想生二孩而不敢生的各种阻碍因素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表明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两个孩子上。但

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后，育龄人口实际生育二孩的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政府相

关部门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可知这主要是受到“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

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的现状 2。这次

党中央在放开三孩会议上提出这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正是基于二孩生育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

的。这也是放开三孩的生育政策相对于之前实施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而言更为实

事求是、更为明确、也更具方向性、指导性和操作性之处。它不仅对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

和生育行为有较大影响，而且必将首先在提升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力求收到良好效果。

总之，由于一孩育龄人口是形成二孩生育，以及三孩生育的基础人口，不仅规模最大，而

且他们首先遇到的是“是否生育二孩”的问题。因此，对一孩育龄人口做好生育两个孩子的宣

传、引导、支持和帮助，大力提高一孩育龄人口中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可以更好地、更有效

地为提高三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提供客观基础和积极影响。换言之，在放开三孩生育政策的同

时，大力提高育龄人群二孩生育的规模和比例，应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建设新的生育文化是对各种配套支持措施的重要补充

此次党中央会议关于三孩生育政策的报道内容虽然不长，但其所强调的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报道中，首先突出地强调了“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

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3。这一措施从两方面对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了要求：一方面，

在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时，不能仅仅从人口生育的角度进行考虑，要同时考虑到与之相关的经济

社会政策，这些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要与人口生育政策配套衔接 ；另一方面，对于任何重大的

经济社会政策而言，不仅要考虑到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要考虑到其对人口发展所带来

的影响。不能仅仅是经济政策就只考虑经济后果、社会政策只考虑社会影响。

其次，对于与三孩生育政策相关的各种配套支持措施阐释得非常具体翔实。除了从宏观上

强调生育政策要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外，还特别提到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

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4。这正是从生育文化的角度

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各种配套支持措施的重要补充。“生育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存在的有关生

育问题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制度法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行为方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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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笑天，2021）。” 生育文化的核心虽然是生育观念，包括生育子女的价值或生育的动机，以及

生育意愿等，但它同时涉及与生育密切相关的婚姻观、家庭观、子女观、幸福观，等等。不同

的生育文化，会在上述方面形成不同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反过来会影响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

例如，关于婚育的年龄。在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为主导所形成的生育

文化中，提倡的是晚婚晚育。目的是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降低人口出生的政策目标相配合。

那时有一种十分典型的说法和比喻 ：以 100 年为标准，如果早婚早育，20 岁一代人，那么 100 

年就会产生五代人 ；而如果晚婚晚育，25 岁一代人，那么 100 年就只会产生四代人。进入 21 

世纪，我国育龄人口的婚育年龄不仅达到了倡导所期望的目标，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根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所公布的数据，“2006-2016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 23.6 岁、24.3 岁推迟到 26.3 岁和 26.9 岁”1。而在城

市中，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女性的平均婚育年龄更是推迟到了 30 岁左右 2。

这种晚婚晚育的趋势，无形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出生率降低的状况。按照目前的婚育平均年

龄，100 年已无法产生四代人。

人口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而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口所组成的。不同阶层的人口既有

着不同的户籍属性、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经济收入，也有着建立在这些不同

属性基础上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育观念。对于实

施放开三孩生育政策、提升人口生育水平的目标而言，首先要区分和明白，在育龄人口中，对

于生育二孩、或者生育三孩，“不想生”和“不敢生”的人口分别有多少。因为“不想生”和“不

敢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尽管二者之间可能有联系，但

由于性质不同，针对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措施也应不一样。

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学术界，都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应对育龄人群“不

敢生”方面。而相对忽视了对育龄人群中“不想生”现象的关注和应对。应该意识到，党中央

关于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会议中提出的要实施配套支持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想生二孩或者三孩，

但由于经济条件、育儿条件、父母的时间精力、女性工作和家庭冲突等原因而不得已放弃了其

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即主要是“不敢生”的育龄人群。

笔者曾通过调查了解到，除了抚养孩子成本高导致的经济压力大以及工作忙没有时间精力、

没有老人帮助等方面原因、即外在的（或客观的）因素外，城市一孩育龄人群不想生育二孩的

主要原因还有一项被忽视的内在的（或主观的）因素，这就是一部分育龄人群所具有的“觉得

生一个孩子就很好”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城市中 70% 左右不想生二孩的一孩育龄人群中，

既有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大、工作忙没有时间精力这两项外在原因的，同样也有主要是因为本

身就只想生育一个孩子这种内在原因的。而且这种内在原因的比例甚至排在了第一位。”因此，

1《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http://sh.xinhuanet.com/2021-06/01/c_139-981873.
htm。
2《上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9.09 岁初育年龄30.29 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411156551847399&wfr=s
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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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要增加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率，除了要从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减少他们时

间精力消耗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外，还要从提高他们生育二孩的内在动机和主观意愿方面

采取措施”（风笑天，2018）。这正是笔者强调建设新的生育文化的意义所在。

应该意识到，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 30 多年中，随着“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政策的长期执行，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只生育一

个孩子”的生育文化。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中国千百万普通家庭已经逐渐习惯于只

生一个孩子、只养一个孩子、只育一个孩子的生活模式。“经过 30 多年我国十几亿人的共同实践，

‘只生一个孩子’的现象已经从最初的‘异类’，变成了今天的‘常态’；人们‘只生一个孩子’

的行为也从最初的靠动员、宣传、表扬、奖励和引导以及刚性

政策的制约，到后来慢慢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成为想都不用想的‘理所当然’。正是

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种‘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并慢慢在社会

上固化。”（风笑天，2021）加之新一代育龄人口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早已不同于上一代，

已经形成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相互适应的新的生存模式，所有因素共同作用对他们的

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巨大影响。

育龄人口对生育子女的观念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和影响他们生育意愿和决策的重

要因素。同样的经济条件，有人选择生两个、甚至生三个，而有的人只生一个甚至一个都不生。

同样的没有老人帮忙，有的决定不生二孩，有的则照生不误。对于生不生二孩，有人关注家庭

的生活质量，决定放弃 ；有人关注子女的成长或其他因素，决定再生一个。无论是哪一种看法

和决定，都是育龄人口的观念和认识在发挥作用。应该认识到，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甚至生育

三孩的行为，有内在动机和外在条件。从客观上看，目前实施的二孩政策以及刚刚放开的三孩

生育政策，为育龄人口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创造了外部条件 ；他们的经济条件、有无老人帮

忙等客观状况也是一种外部条件。而他们是否想生二孩、是否敢生二孩以及是否想生三孩，是

否敢生三孩，则是决定这种生育行为的内因。因为，如果育龄夫妇不想生育二孩或三孩，那么，

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有无老人帮忙、有无时间精力，都不会生 ；这种内因是目前被忽略

的一方面，也有一些相关支持配套政策措施无法解决的方面。

从这一点看，我国社会中存在两部分育龄人口，一部分是有着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意愿的。

但因为经济、精力、抚育、照料等一系列客观原因而不敢生 ；另一部分则是没有生育二孩、或

者三孩的意愿，即主观上不想生、不愿生。所以，一方面要认真调查和了解各阶层育龄人群的

生育意愿状况，特别是了解他们不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原因。另一方面，要分门别类、有针

对性地对这两部分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对于有生育意愿但不敢生者，要抓配套政策和支

持措施，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让他们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生育二孩或者三孩

的意愿；对于无意愿者，则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思路和支持措施。要着力于观念和认知的改变，

即将重点放在开展宣传和引导，着力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形成新的生育文化。这

样一方面让有意愿者实现意愿，即让想生者敢生 ；另一方面也让目前无意愿者改变意愿，即让

不愿生者愿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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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的生育文化建设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生育文化建设涉及从婚恋、嫁娶、生育、养育、教育，到家庭关系、社会风俗习惯、

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等众多方面内容，需要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发生联系。

笔者这里仅对其中的两个方面作一讨论。

（一）关爱女性是新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出发点

自然界将人类繁殖后代这一过程中的“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都历史性地交给了女性。

无论是孕育孩子、生育孩子、哺育孩子，还是抚养孩子和教育孩子，女性在现实中都承担了远

多于男性的职责和工作，也毫无疑问地付出了远多于男性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如此，无论是

2013 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2016 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还是目前开始

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女性。无论是怀孕、生产及哺育过程，还是自身

因生育而发生的生理、心理、精神、体力的巨大改变，还有由此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对

自身职业发展的影响等，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女性身上，这同样是在讨论与生育有关问题时不

应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

尽管婚姻由男女两性构成，家庭生活也平等地赋予男女两性以夫妻角色、父母角色。但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情况看，女性似乎从进入婚姻开始，其在职场上的发展就面临着比男

性更多一些的制约和影响。例如，当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现象时，

职业女性就曾被一些舆论劝告，让她们“回归家庭”；当城市双职工家庭面临工作与家庭生活

的矛盾与冲突时，女性又往往首当其冲地被作为“二保一”策略的牺牲者 ；当有了孩子需要照

顾家庭时，“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观念又使得一些女性做起了“全职主妇”。女性不仅在大

学毕业找工作时会遇到不公待遇，在其成为职业女性、追求事业发展和上升的过程中，也会因

为逐渐实施的生育政策的客观影响，而一次次中断自身的事业发展，为家庭、为人口赓续作出

贡献。

总之，多孩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始终是女性，对其生活、工作、职业发展，生理与心理状

况有着直接且全面的的影响的。因此，关爱女性是落实不断放开的生育政策、进一步提升育龄

人口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关键环节，更是构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除三孩

生育政策所提到的要从制度和措施上“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外，还要从女性的生理、心理

特征出发，制定更多、更细的政策措施，不仅要切实解决她们在孕育孩子、抚育孩子、教育孩

子等方面的困难，也要切实帮助她们解决在处理家庭关系、协调“工作—家庭”冲突、促进自

身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以解除她们因生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同时，要进一步

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更加尊重女性、关爱女性、支持女性，更

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生育文化。

（二）“养孩子”是建设新的生育文化的重要视角

生育政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家庭生几个孩子。但生育政策又不仅仅涉及一个家庭生几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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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为生育的后果远不是一组单纯的人口出生统计数字，它在本质上是人类后代的繁衍和抚

育。尽管依靠宏观的人口生育统计数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和描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状况及其变化。但更应该意识到，在人口统计数字背后，是微观世界中千千万万对育龄夫妇、

万万千千个年轻家庭对幼年人口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养育、抚育、教育、培育过程。因此，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1。不仅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漫长的养育过程密不可分，

新的生育文化的建设也同样与“养孩子”的漫长过程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孩子”、“生几个

孩子”的层面上，还要从“养孩子”、“养几个孩子”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虽然从“生孩子”的

角度会涉及诸如孕检、孕妇保健、生育健康，到妇产科医生、医疗设施、医疗条件等一系列问

题。但从“养孩子”的角度分析，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更多，也更加复杂。例如，0-3 岁儿童的

照料问题，会涉及普惠托育服务的建立、提供足够的托幼机构和人员问题 ；会涉及有无祖辈的

帮助以及相关的“老漂族”现象 ；会涉及夫妻生育产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支持女性继续就业

等问题。而从学龄前教育开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至高考步入高等教育阶段，“养孩子”

所涉及的问题或许更多。从学区房、重点学校，到家长“陪读”以及课外补习班。生活中所有

现实状况都会反馈到人们的生育意愿上，成为育龄人群作出各种生育抉择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因素。总之，决定人们生育意愿的绝不仅仅是对“生几个孩子”的简单考虑，而是对“养几个

孩子”的深层追问。

因此，要更多地从“养孩子”的视角看待人口生育问题，从“养孩子”的角度思考如何建

设新的生育文化，也把从“生孩子”到“养孩子”的认知转变作为提高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和生

育行为的有效路径。即更多地从“养孩子”的角度思考如何让育龄人口愿意生、敢于生二孩甚

至三孩。因为在“生孩子”的背后，始终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漫长的“养孩子”的过程。这

也正是党中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加快配套措施衔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

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的关键所在。如何从“生

孩子”的角度提高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是构建新型生育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如何进一步从“养

孩子”的角度提高育龄人口的生育行为，则是构建新型生育文化留给我们的更为艰巨的任务。

1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31/c_1127513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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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孩政策效果追踪评估与未来趋势分析

卿石松 1 陈滔 2 程丽跃 1

（1.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 

2.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国在 2011 年之后相继实施了以放松生育控制为核心的双

独两孩、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在此背景下，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及相关的生育形势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普遍流行的言论是政策遇冷或政策失效。而学术界对政策效果

的评估也缺乏清晰统一的指标和方法，观点和结论充满争议，甚至究竟应该如何恰当地评估政

策实施效果，本身也还是一个问题。科学评判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和准确把握人口形势，对于优

化生育政策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生育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采用政策调整之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二孩比例、总

和生育率或二孩总和生育率等指标，并以预期目标或政策调整前的数据为参照，但都没有得到

有效和统一的结论。其中，部分研究尤其是针对单独两孩政策效果的评估，通过出生人口规模

或二孩生育数量与预测结果的对比，得到政策效果远低于预期或政策“遇冷”、“符合预期”等

不同的结论（翟振武等，2015 ；马赫等，2019 ；乔晓春，2015）。事实上，由于基础数据不足、

统计口径不一，不同学者对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人群与二孩生育数量的预测值差异很大（乔晓春，

2014 ；王广州，2017）。因此以预期目标为参照对象，评估的往往不是生育政策本身的效果，

而是在争论“何为预期”。另外一类研究则以政策调整前的统计数据为参照，通过出生人口规模、

二孩比例等指标的对照来评判政策效果。例如，有研究认为政策调整之后出生人口数量回升、

二孩比例增加是政策效果的体现（宋健，2017 ；原新、高瑗，2017）。然而，也有人认为出生

人口短暂回升后又下降，象征着两孩政策的失效，亦或认为二孩比例上升是由于一孩出生数量

下降所导致的，并非完全是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结论莫衷一是，主要问题在于无法排除育龄

妇女规模下降、婚育年龄推迟、一孩出生率下降等混淆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指标和参照对象的选择是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关键。由于其他孩次的生育与两

孩政策关联不大，石人炳等人提出采用二孩总和生育率指标来评估政策效果思路，并利用 2017

年湖南和湖北两省的调查数据，发现二孩总和生育率在 2013-2017 年持续上升，由此得到生育

政策调整发挥了明显效果或具有生育堆积效应的结论（石人炳等，2018）。类似的，陈卫等人

采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二孩总和生育率、二孩内在总和生育率等指标

的前后对比，也得到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内具有生育堆积效应的证据（陈卫、段媛媛，2019）。

应该说，二孩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合适的评估指标，但由于以政策调整前的指标作为参照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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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且受到横截面数据的局限，研究结论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期因素的干扰。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生育政策效果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应该关注出生人口尤其是二孩生育

的“增量”。然而，由于宏观统计数据、横截面调查数据的局限，或参照对象选取不当，何为“出

生人口增量”依然难以得到可靠评估（风笑天，2020）。此外，生育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或

是生育潜能和未来趋势也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在人口结构和社会变迁背景下，生育人群

正在发生变化，跨世纪的一代正在成为生育的主体。生育环境和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晚婚

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现象将从长期上削弱政策效应的基础。因此，生育政策效果评估不能拘

泥于政策前后的对比，长期潜在效果或趋势更值得重视。

鉴于此，本文从宏微观相结合、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视角，利用 2003-2018 年的统计数据、

2010-20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基于生育政策城

乡有别的客观实际及生育政策调整主要影响城镇二孩生育行为的基本判断，通过城乡二孩生育

行为的对比来评估生育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结合初婚年龄、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的世代变化，

尤其是本世纪出生的“00 后”一代的生育意愿，探讨了长期的生育潜力和趋势。文章不仅为深

化理解生育政策效果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也有助于认识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对于优化政策实

践和建构相关的配套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二、评估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评估思路与方法

在全面两孩政策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政策，相对于城镇非农户籍或体制内严格

执行的一孩生育政策，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则普遍享受两孩政策。

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执行力度自本世纪以来不断下降，执行方式和手段不断柔性化，

想生育二孩的农村家庭会通过各种非正式手段实现自己的生育需求。也就是说，在政策调整前，

农村地区已生一孩、想生二孩的家庭基本都生了二孩（曾毅，2015）。正是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

农村地区的生育水平也普遍高于城镇。鉴于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生育政策调整主要影响

城镇非农户籍人口的二孩生育，而对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少可以说，由

于农村地区单独和双独夫妇比例都很低，双独两孩或单独两孩政策基本上等于维持已有的“一

孩半”政策，从而对农业户籍人口的二孩生育没有实质影响。如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5 年农

村地区 30 ～ 39 年龄组的生育率不存在补偿效应，相比 2010 年反而有所下降，这间接支持生

育政策调整对农村地区基本没有影响（顾宝昌等，2019）。

由此推理，如果生育政策确实能够发挥效果，相对于农业户籍来说，城镇非农户籍人口的

生育水平尤其是二孩生育会提高，从而使得城乡之间的生育差距缩小或趋同。基于这一思路，

我们提出通过二孩生育行为的城乡对照来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新框架。具体评估指标和方法如

下 ：（1）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二孩总和生育率指标，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前后的城乡对照，以二

孩总和生育率提高和城乡差距缩小为标准，在宏观层面评估生育政策实施效果 ；（2）利用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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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通过城乡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对照，以二孩生育行为、生育意愿

是否提高，以及城乡差距是否缩小为标准，从微观视角评估政策效果；（3）通过初婚初育年龄、

生育意愿和子女性别偏好等生育相关因素的世代比较分析，讨论分析生育潜能和长期趋势。

（二）数据来源

宏观层面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普查和年度抽样数据，来源于 2004-2019 年《中

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主要用于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城乡对比和生育政策效果的宏观评估。

微观数据来源于 2010-2018 年 CFPS。它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社会跟踪调查项

目。在前期试调查基础上，于 2010 年正式开展全国基线调查，样本覆盖 25 个省 / 市 / 自治区，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此后，每两年对基线调查所界定出来的家庭成员及

其新出生的子女，外出或另组家庭的成员进行永久追踪，力求保持截面代表性和较高的追踪率，

跨轮追踪率都在 80% 以上。数据分析中利用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权数进行加权处理 1，使之

具有全国代表性。鉴于追踪调查的数据优势，严格来说是可以分别检验双独两孩、单独两孩和

全面两孩政策的效果，但考虑到过渡性的双独两孩和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且难以准确

识别政策目标人群，因而本文对此不做区分而在整体上分析两孩政策的效果。首先，在不考虑

育龄妇女规模、婚育年龄推迟等因素的情况下，分析历年 20 ～ 44 岁育龄妇女一孩比例、二

孩比例及平均生育水平的截面变化，以此作为生育政策效果的基准分析 ；其次，跟踪 2010 年

20 ～ 40 岁一孩育龄妇女到 2014 年时的二孩生育情况，以及 2014 年 20 ～ 40 岁一孩育龄妇女

到 2018 年时的二孩生育情况，通过对比前后两批一孩育龄妇女四年内的二孩生育比例及城乡

差距变化，避免宏观层面育龄妇女规模和婚育年龄推迟等混淆因素的影响，为生育政策效果提

供直观经验证据 ；最后，通过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之间的理想子女数、理想结婚时间和子女性

别偏好等生育相关因素的比较分析，讨论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的生育形势。

三、评估结果与讨论

（一）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评估

城乡的人口普查和抽样数据表明（图 1），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前，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

二孩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趋势并在 2011 年达到低点。不过，在生育政策调整尤其是实施单独

两孩之后，城镇二孩总和生育率直线上升并在 2017 年出现小高峰，乡村二孩总和生育率在波

动中提升。也即是说，与乡村比，城镇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趋势更明显，并使得城乡二孩总和

生育率的差距缩小。

以 2014 年为界，在单独两孩政策之前，城乡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城乡

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差距保持平稳。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城镇二孩总和生育率急剧上

升，并使得城乡之间的二孩总和生育率差距保持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之前，人们

的二孩生育需求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与预期一致，无论是二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趋

势的扭转，还是城乡二孩生育差距的缩小，都表明生育政策调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不过， 

1 详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用户手册》（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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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城镇和乡村的二孩总和生育率又开始双双回落。这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可能是

短暂的，只能释放短期堆积效应而难以改变二孩总和生育率长期下降的趋势。

图 1 2003-2018年我国城乡二孩总和生育率及城乡差距

图 2 2003-2018年我国城乡一孩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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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二孩总和生育率的这种变化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并非生育政策本身的效果，我们对

一孩总和生育率也做了类似分析。结果从图 2 可以发现， 2003-2018 年的一孩总和生育率总体

维持下降趋势，且城镇和乡村的变化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在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

孩总和生育率没有出现与二孩总和生育率类似的变化。由于一孩生育不受任何限制，且几乎所

有的夫妇都会生一个孩子，只会受到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的影响。上文的分析也已经表明，生育

政策调整只影响二孩生育，与一孩生育关联不大。因此，一孩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在城乡之

间基本一致且差别很小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支持，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城乡

二孩总和生育率差距的缩小，并非完全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而是因为城乡生育政策的趋同。

换句话说，生育政策调整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果。

（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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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评估

1．二孩比例和子女数量的时期变化

为了与以往的基于时期或截面数据的结果进行对比，在不考虑育龄妇女规模、婚育年龄推

迟等因素的情况下，本文以历年 20 ～ 44 岁育龄妇女一孩比例、二孩比例及其变化情况作为基

准分析。从图 3 可以发现 1，在已生育过子女的样本中，二孩比例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有明显

上升，3 孩及以上的多孩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总体上占比较小。相应的，一孩占比则相对下降。

这与已有的使用人口普查或其他统计资料得到二孩比例上升的结果是一致的，并被认为是两孩

政策发挥效果的证据。因为二孩生育必须以一孩生育为前提的，二孩占比提高可视为生育政策

调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孩生育水平走低也会导致二孩占比的相对

提高。因此，二孩比重的提高不完全是生育政策的调整效应。

图 3 2010-2018年我国孩次占比及其变化趋势

此外，从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来看（表 1），2016 和 2018 年已育妇女或家庭平均

的子女数量也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以放松生育限制为特征的政策调整，对于目标群体具有一定

的效果。不过，由于婚育年龄推迟等原因，20 ～ 44 岁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已从 2010 年的

22.83% 提高到 2018 年的 34.44%。由此使得总体样本（含未育）的平均子女数量，不但没有显

著提高，2018 年的平均子女数量反而下降了。也即是说，已育群体中二孩比例的上升，部分原

因可能是一孩生育数量的下降。再考虑到宏观层面育龄妇女规模的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等因素，

二孩比例上升和出生人口规模下降可以并行不悖。由此也表明，二孩比例上升并非完全是生育

政策的效果，而出生人口规模的不增反减也不能说明生育政策没有效果。总之，二孩比例和出

生人口规模并不是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合适指标。

1 由于样本更新、退出和轮换等原因，这里相当于利用2010～2018年CFPS的截面信息，样本量分别为6287、5983、
5253、4593和3894。

孩
次

占
比
（

%
）

（年份）



　 ·  15  · 　人口信息 2021 年第 4 期（总第 237 期）

表 1 2010-2018年我国20～44岁育龄妇女平均子女数量

2010 年（个）2012 年（个）2014 年（个）2016 年（个）2018 年（个）

已育妇女的平均子女数量 1.54 1.53 1.56 1.68 1.63

总体样本的平均子女数量（含未育） 1.19 1.14 1.12 1.23 1.07 
注：已分别按照调查年的横截面权数进行加权。

2．二孩生育行为的追踪与城乡对照评估

评估两孩政策效果应该以一孩家庭（育龄妇女）为目标，且应集中于关注城镇或非农户籍

家庭的二孩生育行为。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利用追踪调查数据优势，从两个方面评估生育政策

效果 ：一是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一孩家庭二孩生育状况的对比 ；二是城乡生育差距在政策调整前

后的变化。

具体以 2010 年和 2014 年仅生育一个孩子且年龄为 20 ～ 40 岁的两批育龄妇女为对象，分

别追踪调查她们在 2014 年、2018 年的二孩生育状况，并通过前后对比、城乡对比的方式直观

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 1。从表 2 的结果来看，2010 年 20 ～ 40 岁的一孩育龄妇女（N=2481），

四年后的 2014 年，总体上接近 80% 的人依然只有 1 个孩子，生育二孩的比例仅为 16.81%。尤

其是城镇非农户籍家庭（N=861），仅有 5.42% 的一孩家庭生育了二孩，生育 3 个孩子（含双胞胎）

的仅 0.65%。农业户籍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了 23.39%，二孩生育行为的城

乡差距为 17.97%，这一结果充分体现和反应了城乡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差异。

在相继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14 年的一孩妇女（N=1672），总体上有

23.33% 人的生育了二孩，有 5.34% 的人生育了 3 个孩子。与 2010 年的一孩家庭相比，2014 年

的一孩家庭在同样经历四年时间后，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其中，尤以城镇非农户籍家庭

二孩生育比例的提升最为突出，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从前期（2010-2014 年）的 5.42% 增

加到 15.14%，并使得城乡二孩生育差距由 17.97% 缩小到 13.54%。

表 2 2010-2018年我国一孩家庭生育情况

2010-2014 年 2014-2018 年 前期 - 后期对比

2 个孩子
（%）

3 个孩子
（%）

2 个孩子
（%）

3 个孩子
（%）

2 个孩子
（%）

3 个孩子
（%）

总体样本 16.81 3.15 23.33 5.34 6.52 2.19 

农业户口一孩家庭生育数 23.39 4.60 28.68 7.20 5.29 2.60 

非农业户口一孩家庭生育数 5.42 0.65 15.14 2.50 9.72 1.85 

城乡差距 17.97 3.95 13.54 4.70 -4.43 0.75 
注：表中数字已按样本权重进行加权。

由此可见，与宏观统计数据一致，微观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也表明，在经历单独两孩和全

面两孩政策之后，城乡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尤其是随着城镇家庭生

育限制的放松和城乡生育政策的趋同，城镇非农户籍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比例上升幅度相对较大，

1 这里利用了两个追踪数据，2010-2014年是一批人，样本量为2481；2014-2018年是一批人，样本量为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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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城乡二孩生育差距缩小。由于生育政策调整主要与二孩生育尤其是城镇非农户籍家庭的二

孩生育相关联，这一结果直观显示出两孩生育政策的效果。这与其他通过二孩总和生育率指标

评估得到生育政策调整具有短期堆积效应的结论是一致的（石人炳等，2018 ；陈卫、段媛媛，

2019）。不过，本文利用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前后对比、城乡对比等方式为两孩政策效果评估

提供了新思路。而且由于是同一批育龄妇女的追踪调查数据，可以避免宏观层面育龄妇女规模

以及婚姻、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有一定比例的一孩家庭生育了二孩，但城镇非农户籍家庭生育二

孩的比例总体依然较低。当然，也许有人会质疑，尽管生育政策调整已实施一段时间，潜在的生

育堆积效应、补偿效应基本释放，但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时间条件还不充足，从备孕到生产需要

更长的时间。可能存在部分想生但还没有生的情况，长期来看会低估政策效果。于是，本文接下

来分析生育意愿是否在政策调整之后发生显著变化，以此判断相对长期一些或潜在的效果。

3．生育意愿追踪评估

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2014 年和 2018 年分别采用“理想子女数”对城乡居民的生

育意愿做了调查。尽管理想子女数未必是理想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对生育行为的预测作用相

对有限，但理想子女数的纵向比较则对于观察生育形势仍然具有意义。与上文保持一致，以

2014 年 20 ～ 40 岁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为调查对象，追踪评估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变化。

结果发现，经历生育政策调整之后，2014 年的一孩育龄妇女总体上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

变化，数字上从 2014 年的 1.791 减少到 1.767。其中，如表 3 所示， 2018 年农业户籍育龄妇女

的理想子女数相比 2014 年略有增加，但城镇非农户籍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显著下降。不过，

对于 2014-2018 年期间已经生育二孩的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显著提高。这一结果在城

乡育龄妇女之间保持一致。反之，生育政策调整之后没有生育二孩，即依然只有一个孩子的妇

女，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则显著下降。这些结果表明，在生育限制不断放松的背景下，部分一孩

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提高了，或者说因为实际发生了二孩生育行为，而使得她们的理想子女数

增加。然而，对于那些没有生育二孩的妇女来说，她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没有生育二孩的

打算。由此推理，与上文针对生育行为的估计结果一致，生育政策调整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一定

的效果，难以发挥长期持续的效果。实际上，生育政策调整只能对于那些想生二孩的人有效果，

而对于本来就不想生或变得更不想生的人来说是难有作为的。

表 3 2014年和2018年我国一孩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变化情况

农业户籍 非农户籍

2014 年 2018 年 差距 2014 年 2018 年 差距

总体样本 1.812 1.830 0.018 1.744 1.634 -0.109***

已生育二孩家庭理想子女数 1.939 2.119 0.179*** 1.908 2.066 0.158***

没生育二孩家庭理想子女数 1.723 1.625 -0.097*** 1.703  1.522 -0.181***

注：***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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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潜能与未来趋势

除了评估生育政策效果，我们更关注长期趋势或未来的生育形势。本文利用 2018 年全国

有代表性的数据，探析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以及初婚年龄在不同出生世代之间的变化趋势，

以期对未来一定时间段内的生育潜能和趋势进行预测。根据出生年份将女性样本划分为不同世

代，1949 年以前出生的被归为“建国前”世代，出生于 1950-1959 年的样本被划为“50 后”，

以此类推，我们还构建了“60 后”、“70 后”、“80 后”、“90 后”、“00 后”（10 ～ 18 岁），1 一

共 7 个世代，以此充分展示相应指标的变迁趋势。

（一）女性初婚年龄与理想子女数的世代变迁

表 4 描述了城乡户籍女性初婚年龄以及理想子女数的变迁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90

后”与“00 后”的结婚率还比较低，尤其是“00 后”，还未达到法定婚龄。故这两个世代中未

婚者的初婚年龄以其“理想初婚年龄”代替。可以发现，随着世代的推进，女性的初婚年龄逐

步提高，尤其是“90 后”和“00 后”，她们平均的结婚年龄远高于 1980 年以前出生的各世代。

而且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城市，农村青年女性的理想初婚年龄也已经超过 25 岁。在现行制度

和文化背景下，婚姻是生育行为的必要前提，婚龄的推迟势必将引起育龄推迟，进而影响一孩

总和生育率、二孩递进生育率及终身生育数量。

就生育意愿而言，出生于建国前的女性其理想子女数量较高，但是理想子女数随着世代推

进逐步降低，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张丽萍、王广州，2017）。1970 年及以后出生的世

代开始，居民的理想子女数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90 后”的理想子女数降至 1.7 左右，而“00

后”的理想子女数低至 1.63，非农户籍“00 后”的理想子女数更是低至 1.43。严格来说，早期

世代的女性大部分已经完成生育，而部分“90 后”尤其是“00 后”则没有结婚生育，理想子

女数不能简单的比较。不过，新生代的理想子女数对未来的生育潜能和趋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而且，由理想型的生育意愿转至实际生育行为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存在一定的

“内耗”，也就是说实际的生育数量会低于理想子女数。这表明，由“00 后”在生育中“挑大梁”

的未来一定时期内，即使调整生育政策，我国的生育水平也难以出现实质性提升。

表 4 我国女性初婚年龄与理想子女数的世代变迁

样本量
（个）

初婚年龄（岁） 样本量
（个）

理想子女数（个）

全样本 农业户籍 非农户籍 全样本 农业户籍 非农户籍

建国前 884 20.7 20.3 21.5 963 3.12 3.31 2.65
50 后 1510 22.7 22.2 24.1 1632 2.37 2.50 1.95
60 后 1972 22.3 22.0 23.4 2052 2.09 2.18 1.81
70 后 1696 22.8 22.3 24.2 1751 1.94 2.03 1.69
80 后 1447 23.1 22.5 24.8 1746 1.91 2.00 1.66
90 后 941 24.9 24.4 26.5 1466 1.74 1.77 1.61
00 后 877 25.4 25.2 26.2 925 1.63 1.68 1.43

注：“00后”的初婚年龄为理想结婚年龄；“90后”中的未婚者则为理想初婚年龄；已婚者为其实际初婚年
龄。

1 只有2018年的CFPS对家庭中的成人及10岁以上的孩子都做了生育意愿方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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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女性别偏好的世代变迁

2018 年调查数据不仅测量了个体的生育意愿，还提供了个体理想生育男孩的具体数量，这

为我们量化性别偏好提供了操作性可能。按照大多现有研究所遵循的标准（侯佳伟等，2018），

以理想男孩数占理想子女数的比重为划分指标，按照理想男孩数的比重小于、等于、大于理想

女孩数的比重，依次划定为女孩偏好、儿女双全、男孩偏好。另外，对于理想男孩数持“无所谓”

看法的则编码为“无偏好”，对于不想生儿育女的也独立编码成类。不同世代女性样本的性别

偏好及其变迁趋势展示在表 5 之中。

结果发现，“儿女双全”始终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占据主流，各出生世代中，儿女双全

的占比始终保持较高比重。男孩偏好呈现出随着世代推进而逐步降低的态势，但女孩偏好保持

稳定，“00 后”的女孩偏好有上升的趋势。与上文的理想子女数一样，受已有子女数量及性别

结构的影响，不同世代之间的子女性别偏好也不能简单比较。新生代女性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可

能随着生育行为的发生而动态变化，但男孩偏好下降、女孩偏好有所上升的现象值得关注。如

果说，现实中的男孩偏好能够间接提升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下降则可能使生育水平继续维持

在较低水平或进一步下降。

表 5 我国子女性别偏好的世代变迁

样本量（个）女孩偏好（%）儿女双全（%）男孩偏好（%）无偏好（%） 不生育（%）

建国前 958 0.19 0.23 0.46 0.11 0.01

50 后 1628 0.15 0.37 0.34 0.12 0.01

60 后 2038 0.13 0.48 0.25 0.12 0.01

70 后 1750 0.13 0.52 0.22 0.12 0.01

80 后 1744 0.14 0.56 0.18 0.12 0.01

90 后 1465 0.12 0.53 0.17 0.14 0.04

00 后 923 0.18 0.51 0.18 0.08 0.0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90 后”“00 后”群体中倾向于不生育子女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

作为未来的生育“主力军”，“00 后”不生育比例的提升无疑是未来政策调整、刺激整体生育水

平提升的重大阻碍。事实上，女性或男性终身无子女在部分西方国家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中

国社会会不会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总之，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未来一段时

间内，我国生育水平难以出现实质性上升，且存在继续走低的风险。

五、结论与启示

科学评估生育政策调整效果，需要采用合适的指标、标准和参照对象。受育龄妇女规模下

降、婚育年龄推迟、一孩出生率下降等混淆因素的影响，通过出生人口规模、二孩比例或二孩

总和生育率等指标的前后变化来判断政策调整效果，难以得到可靠结论。本研究不同于以往基

于宏观指标和政策前后对比的方式，提出了采用城乡对照方式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新思路。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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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二孩生育行为及其城乡差距变化来评估

生育政策的短期效果，又从新生代女性婚育年龄、生育意愿和子女性别偏好等方面探讨了生育

政策的长期潜在效果。

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调整主要影响城镇二孩生育行为的研究假设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即

生育政策调整释放了短期的堆积效应，产生了积极效果。宏观统计数据表明，2011 年开始生育

政策调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从下降趋势扭转为上升趋势，而且城镇二孩总和生育率增长相

对农村较快，从而使得城乡二孩总和生育率差距缩小。相反，城乡一孩总和生育率没有类似现象。

由此可得，生育政策调整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短期效果。

在此基础上，微观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也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对城镇非农户籍的二孩生育

具有积极影响。2010 年的一孩育龄妇女，四年后的 2014 年仅有 5.42% 的非农户籍女性生育了

二孩，相比农业户籍的 23.39% 相差较远。但在相继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14

年的一孩育龄妇女，同样经历四年即 2018 年时，有 15.14% 的非农户籍女性生育了二孩。由此

可见，生育政策调整之后，非农户籍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而且相对于农业

户籍女性来说，城镇非农户籍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幅度较大，并使得城乡二孩比

例差距下降了 4.43%。也就是说，不管是城镇或非农户籍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比例的上升，还是

城乡二孩生育差距的缩小，都印证支持生育政策调整产生了短期效果。

尽管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短期效应，但长期效应依然充满不确定且不容乐观。应该注意到，

虽有一定比例的一孩家庭生育了二孩，但城镇非农户籍家庭生育二孩的比例总体依然较低，而

且 2018 年城乡二孩总和生育率在短暂回升之后又回归下降趋势。同时，对于已育一孩、但仍未

生育二孩的城乡妇女，她们 2018年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相比 2014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也就是说，本来就不想生二孩或变得更不加不想生二孩的妇女，她们在未来几年内生育二孩的

可能性极低。此外，生育政策调整难以产生长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推

迟和生育意愿的持续下降。通过队列之间的比较发现，理想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且具有随世代

更新而下降的趋势，这预示着在未来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生育水平具有潜在的持续下降的

可能性。本世纪出生的“00 后”，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低于“90 后”“80 后”等群体，且倾向于

不生育（理想子女数为 0）的比例提高，由此可以判断未来的生育水平很难有上升的潜能。

总而言之，本文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通过城乡对照方式，综合评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

短期与长期效果。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促进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的发挥，需要做好政

策优化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婚姻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是一场无声的革命，评估生育政策效果

和评判人口出生形势需要考虑这些新的变化。在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00 后”进入婚育年

龄并逐渐成为生育主力军，她们的婚育观念将对生育政策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

优化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必须考虑新生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环境和

生育观念的变化，从而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创造更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条件，才能发挥最大

潜能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评估生育政策效果的新探索，文章也仍存在局限和不足。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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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相信，生育政策调整主要影响城镇非农户籍家庭的二孩生育，但就现有资料和方法而言，

无法排除农村或农业户籍家庭的二孩生育也受到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即是说，城乡对比方

式可能低估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同时，生育政策调整具有短期效果的研究结论也缺乏统

计检验。因此，本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报告一个精确的评估结果，而是重在提供一种新的评估思

路和方法。期待将来随着数据资料和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能够对本文的研究发现进行更多更

充分的验证。

本文转载自《人口与经济》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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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基金资助：第五轮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学科项目（GWV-10.1-XK8） 

生育年龄与不良出生结局的关系及对适宜生育年龄的启示

倪静宜 1，2 陈林利 1 陈丽菁 1 皇甫新凤 1 虞慧婷 2，3，4

（1.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 201101 ；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200032 ；

3.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 200336 ；4.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上海 20033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婚育年龄不断推

迟，我国的生育水平呈持续下降趋势。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为 2.29，

到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仅为 1.18，再到 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 1.05，

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2.1，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凸显。上海作为一

线城市，其经济文化发展领先于全国，多方影响下，生育率早于全国进入更低水平，生育年龄

推迟的现象尤为显著，自 1993 年以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转入负值。研究表明，生育年

龄推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陈蓉，2018），而生育年龄的推迟势必会影响到生

育政策的放开。另一方面，生育年龄对母婴健康也有着重要影响，过早或过迟的生育时间对母

婴健康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探索适宜的生育年龄对提升生育水平，保障妇幼健康有重要

实践意义。本研究拟通过深入分析 2008-2019 年上海市闵行区出生登记数据，明确不同生育特

征与不良出生结局的关系，探讨最佳生育年龄，为促进妇幼保健，提升生育水平提供循证依据。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8-2019 年上海市闵行区出生的 253842 名新生儿的出生登记信息。

上海市出生登记工作依托覆盖全市所有法定接产医院的“出生医学信息系统”，全面收集每一

例新生儿的出生个案信息。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对信息系统中各接产机构上报的出生个

案信息进行审核、质控和病史核查，并每季度与妇幼部门的出生缺陷监测信息进行核对和补充，

以确保出生登记信息的完整准确。出生个案信息包含父母社会人口学信息（年龄、学历、职业、

居住地、户籍等）、母亲的孕产史（胎数、胎次、产次、分娩方式等）、新生儿出生特征（性别、

孕周、体重、身长、出生缺陷等）。

本研究根据产妇户籍所在地分为闵行区的沪籍产妇与非沪籍产妇。将生育年龄分为六组，

分别为 <20 岁，20 ～ 24 岁，25 ～ 29 岁，30 ～ 34 岁，35 ～ 39 岁与≥ 40 岁组。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与国际妇产科联盟关于青少年与高龄生育的标准，将＜ 20 岁组定义为低龄组，≥ 35 岁

定义为高龄组。本研究关注的不良出生结局包括 ：早产，低出生体重、出生缺陷和剖宫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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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定义为孕周＜ 37 周，低出生体重定义为新生儿出生时体重＜ 2500g，出生缺陷定义为婴儿出

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

（二）统计分析

本研究描述了 2008-2019 年上海市闵行区女性生育年龄变化趋势，分析并比较了不同年龄

组产妇的生育特征和新生儿的出生特征，对于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频

数和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时，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

水准 α=0.05。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产妇生育特征和不良出生结局之间的关系。应

用统计软件 SAS 9.4 进行数据分析。

二、 结果

（一）女性生育年龄变化趋势

2008-2019 年，上海市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呈上升趋势，从 2008 年的 26.68 岁，上升至 2019

年的 29.97 岁，总体增长了 3.29 岁，平均每年增长 0.30 岁（见图 1）。低龄产妇占比呈下降趋

势，自 2008 年的 6.38% 下降至 2019 年的 0.84%。高龄产妇占比自 2013 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

2018 年达到峰值 17.58%，2019 年略有下降，为 16.43%。

图 1 2008-2019年上海市闵行区女性生育年龄变化趋势

（二）各年龄组生育特征与新生儿健康分析

低龄生育主要发生在非沪籍产妇中，占所有低龄生育产妇的 99.41%（见表 1）。沪籍产妇

则以高龄特征更为显著。沪籍产妇中，35 岁及以上者占比 14.65%(10936/74631), 非沪籍 35 岁

及以产妇占比仅为 8.31%（14888/179211）。学历较低的人群低龄生育和高龄生育的占比均较高。

随着产妇年龄的增加，产次、流产次数和出生性别比也随之升高。

不良出生结局中，剖宫产和双多胎发生率随产妇生育年龄上升而呈上升趋势，早产和低出

生体重发生率则呈现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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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良出生结局影响因素分析

在控制产妇户籍、学历、胎数、产次、流产次数和新生儿性别等因素后，20 ～ 24 岁组产

妇发生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最低，分别为 3.50% 和 2.76%。35 ～ 39 岁组早产的发生风险

上升至 1.60 倍（95%CI: 1.47, 1.73），低体重风险增加到 1.47 倍 (95%CI：1.33,1.62)；40 岁以后，

早产的风险上升至 2.09 倍 (95%CI: 1.81,2.41)，低体重的风险上升至 2.15 倍 (95%CI: 1.82, 2.55)；

低龄生育组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也有所增高，分别是 20 ～ 24 岁组的 1.35 倍 (95%CI: 1.21, 

1.50) 和 1.30 倍（95%CI: 1.15, 1.47）。

非沪籍产妇剖宫产、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均低于沪籍产妇。大学及以下学历的产

妇，早产、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增高，但剖宫产的风险更低。双多胎剖宫产、早产、低出生体重

和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均远高于单胎。产妇流产 2 次及以上，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增高 1.3

倍（95%CI: 1.00,1.68）。相比于男婴，女婴早产（OR=0.83, 95%CI: 0.79,0.86）和出生缺陷（OR=0.86，

95%CI: 0.80,0.92）的风险更低，但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增高（OR=1.20，95%CI: 1.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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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 2008-2019 年上海市闵行区女性生育特征和新生儿健康状况，发现近 10

年上海市女性生育年龄平均每年增长 0.30 岁，达到 29.97 岁，虽暂低于韩国和日本的 31 岁，

但是增长速度已经超过韩国和日本（宋健，2017），这与女性文化水平提升，生育成本增高，

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压力较大有关。本研究还发现，2013 年后上海市闵行区高龄产妇占比显著

提升，这与 2013 年实施的“单独二孩”和 2016 年实施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有关。长期以来，

中国的生育模式表现为一孩为主的生育特征，主要倡导“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的政策，近期

生育政策的宽松化调整，将改变人们对生育子女数量的预期，为了给未来预留更多的生育决策

时间，需要在宣传上改变以往策略，鼓励女性适龄婚育，尽量发挥生育时间效应在提升生育水

平中的作用。

虽然有研究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王亚楠，2015），

提早初育年龄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低龄和高龄生育均不利于母婴健康（崔

艳婷，2019 ；Fitzpatrick K E 等，2017 ；Kang G 等，2015 ；Mclennan A S 等，2017）。本研究发

现，20 岁以下的产妇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均显著增高，这与该年龄段女性生理不成熟与产

前护理不足有关，同时低龄母亲的孩子在出生健康、儿童营养和教育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进

一步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2008-2019 年，虽然非沪籍女性低龄生育率呈大幅下降趋势，但

仍 10 倍高于沪籍女性，且 21% 有流产史，这提示应进一步加强针对青少年及未婚人群、流动

育龄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经综合评估，本研究显示 20 ～ 24 岁组的早产、低出生体重与剖宫产发生率最低，25 岁以后，

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剖宫产、早产与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均有所增加，这从健康角度提示

我们 20 ～ 24 岁为最佳生育年龄，早于以往研究推荐的 25 ～ 29 岁最佳生育年龄 （Cavazos-Rehg 

P A，2015），可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营养状况改善导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生殖器官发育完善

有关，但其内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虽然健康角度显示 20 ～ 24 岁为最佳生育年龄，但综合我

国目前教育水平，新一代生育人群以高等教育水平为主，本科毕业已满 22 岁，如何在实践中

推行 25 岁以前的婚育行为，仍需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配套服务与制度的完善。

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在控制生育年龄、产妇学历、生育史和新生儿

性别后，非沪籍产妇早产、低出生体重和剖宫产的风险更低。这可能是源于迁移对健康的选择

效应（张震，2015），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才会选择迁移并留居上海，从而使得非沪籍人

群的健康状况保持较为明显的健康优势。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上海市妇幼健康保健

服务良好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另外，本研究显示出生性别比仍然存在过高现象，尤其是 40 岁

以上产妇生育婴儿的出生性别比高达 121，远超出国际社会公认的合理范围（102 ～ 107）。既

往研究显示，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源于非沪籍产妇（虞慧婷，2016），因此仍需强化宣

传教育，持续倡导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本研究还发现双多

胎是剖宫产、早产、低出生体重与出生缺陷的高危因素。近年来生育年龄推迟，我国不孕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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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辅助生殖技术广泛应用，而多胎妊娠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由此而产生的对新生儿健康的影响也值得引发关注。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从出生婴儿健康角度考虑，20 ～ 24 岁为最佳生育年龄，比以往

研究推荐的 25 ～ 29 岁提前了 5 年，为未来生育决策多争取了 5 年时间。20 岁以下和 35 岁及

以上的生育将面临更高的不良出生结局风险，应加强健康宣教与孕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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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

用津贴能促进生育吗：澳大利亚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始末记

张广宇 1 顾宝昌 2

（1. 联合国人口司，纽约 10017 ；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作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员之一，澳大利亚 2016 年年中人口已经超过 2400 万人，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则接近 5 万美元。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总和

生育率为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1.8 个孩子，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 ；而人口出生时平均

预期寿命则接近 83 岁，在世界所有国家排行中仅次于日本和瑞典。近二十年来，生育率和死

亡率持续低下，一半以上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2016 年人口普查表明，第一代移民，即在

国外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接近三分之一。

二战以后，澳大利亚与其他世界发达国家一样，也经历了以生育水平高和出生婴儿数量多

为特征的历时大约二十年（1946-1965）的婴儿潮（Baby Boom）。总和生育率从 1946 年的每个

妇女平均生育 3 个孩子，到 1961 年攀升到峰值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3.5 个孩子，然后开始迅速

下降并于 1966-1971 年稳定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2.9 孩子。

图 1 列出了 1971 年至 2016 年历年的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于 1975 年降低到每个妇女

平均生育 2.1 个孩子的生育更替水平，并在此之后继续逐步下降。在八十年代，总和生育率大

致在 1.9 个孩子左右波动，但是在九十年代又出现继续逐步下降的趋势，并于 2001 年降低至历

史最低水平，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1.74 个孩子。

基金项目：xxxxxx
本文来自《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6期

图 1 1971-2016年澳大利亚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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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经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逐步从长期衰退中复苏，此后开始了到至今为止长

达二十多年的连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就

业率也一直在稳步上升。本世纪初，官方机构和人口学家们分别进行人口预测，结果都一致指出，

从 2015 年左右到本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量的海外移民尽管

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但却无法避免这个问题。2002 年，澳大利亚政府第一次发布《代

际报告》，以评估现行政策和趋势在未来 40 年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报告认为，如果不采取

积极措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医疗支出和老年看护

等方面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经过几年的权衡，政府于 2004 年 5 月决定立即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主要

的方法是直接给所有生育孩子的夫妇发放现金补贴，即实行“育儿奖励”（Baby Bonus）政策。

政府从 2004年 7月 1日开始，对所有在此日期之后生育孩子的妇女，或收养 2岁以下孩子的妇女，

不论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每生育一个孩子，一次性发放 3000 澳元的现金，该补贴于 2006 年

增加至 4000 澳元，并于 2008 年接着增加至 5000 澳元。

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国库部长 Costello 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并广为传颂

的口号，号召每对夫妇要生育 3 个孩子，“一个为爸爸，一个为妈妈，还有一个为国家” (Costello，

2004)。但是因为该政策耗资不菲，其实施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后来成为两个政

党在选举中激烈争论的话题之一，并成为平衡预算的一个标靶。但是自 2009 年以后，该政策

被附加许多条件，符合该奖励政策的人群不断缩小，一次性发放大量现金的做法也被分期付款

的方式取代。终于在 2013 年，育儿奖励政策在执行九年之后被正式取消。

总和生育率在实施育儿奖励政策之后一度从 2004 年的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1.8 个孩子回升

到 2006 年至 2008 年的 2.0 个孩子，但随后又逐步下降至目前的 1.8 个孩子的水平。对于育儿

奖励政策是否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回升，人口学者多年来进行了不少研究，多数的结论认为，该

政策对促进生育率回升起到了积极但有限的作用。

为使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实行育儿奖励的前因后果，本文首先介绍澳大利亚的家

庭福利政策，接着简要回顾了澳大利亚人口学者的相关研究，然后分析了过去十五年不同年龄

人群生育率的变化，和实行育儿奖励政策前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以及生育意愿与实际

生育率的差距。文章还对国内一些实施奖励生育政策的主张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澳大利亚的家庭福利政策

澳大利亚的家庭福利政策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于 1912 年政府就开始对有孩子的家庭在福

利和税收方面都提供相应的优惠，给生育孩子的已婚或未婚的妇女发放一次性 5 英镑的产妇津

贴（Maternity Allowance），用于作为照顾母子的医护费用，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大约

两周的收入水平。这一补贴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历过多次修改，最终于 1978 年被取消（Daniel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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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津贴于 1996 年被新执政的自由党联合政府恢复，已婚或未婚母亲每生育一个孩子可

以领取 840 澳元的补贴，但是能否享受这项福利还得取决于家庭的收入水平。2002 年，政府又

增加了一项叫做“生育第一孩税收减免”（First Child Tax Rebate）的福利措施，即给生育第一

个孩子的妇女提供为期五年且每年最高达 2500 澳元的退税福利，但这项福利仅针对有工作的

妇女，而且家庭的收入必须低于一定的水平。有研究表示，由于该政策并不简明易懂，在政策

实行的两年时间里，只有很少的合格的夫妇申领和享受到此福利（Parr and Guest，2011）。

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政府开始发放“产妇补贴”（Maternity Payment），取代原先的产妇

津贴和生育第一孩税收减免的福利。所有妇女，不论婚姻状态，不论家庭收入，每生育一个孩子，

享受一次性 3000 澳元的补贴。产妇补贴的数量在 2006 年被增加到每生一个孩子补贴 4000 澳

元，2008 年更被增加至 5000 澳元。该补贴从一开始就被广泛称为“育儿奖励”（Baby Bonus），

政府也于 2009 年正式将生育津贴改为此名。但是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根据家庭收入水平

的限制措施开始实施，即只有家庭收入低于 75000 澳元的家庭才可享受这项福利。同时，不再

一次性发放现金，而是改为每两周发放一次，在 3 个月内发放完毕。育儿奖励于 2013 年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的育儿税务减免福利，妇女生育第一孩子每年能多领取 2000

澳元的补贴，生育二孩以上则每个孩子多领取 1000 澳元的补贴。

针对儿童看护费用高的问题，政府从 2005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儿童看护的税务减免政策，

即政府每年给每名儿童资助 30% 的幼儿园看护费用，每年每名孩子可获得最高达 4000 澳元的

资助。这样，家长只需要支付每名孩子 70% 的幼儿园看护费用。

从 2014 年 3 月开始，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更为慷慨的“产假福利”（Paid Parental Leave），

对于家庭收入少于 150000 澳元的工作的夫妇，生育新的婴儿或领养 16 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领

取相当于 4 个月的最低工资额的福利。据统计，大约有一半的新父母可以领取这样的福利，而

其余的父母则继续领取 2013 年开始实行的育儿税务减免福利。

在评估澳大利亚的育儿奖励政策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时，其他家庭福利政策的影响也是必

须考虑的因素。正如 McDonald 所指出的，在澳大利亚的各项家庭福利政策中，不单单是只有

育儿奖励政策是鼓励生育的，其他福利政策，包括儿童家庭税务补贴政策，幼儿园费用退税补

贴政策，延长妇女带薪和不带薪产假假期，和雇主灵活安排工作等，这些都有利于中低收入的

家庭生育和养育儿童。

二、澳大利亚福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在世界发达国家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以后，人口学家就开始研究各国家庭福利政策是否

以及如何影响生育率的变化。国际人口学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IUSSP）前主席，著名人口学家 McDonald 教授是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关注生育率下

降和人口老化，以及实施育儿奖励政策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在回顾和总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认

为，好的家庭福利政策能够起到促进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这些政策包括对生育孩子的家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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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现金奖励，提供育儿看护费用补贴和为就业的母亲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他主张一个好的

政策需要简单、透明、稳定，能直接让人们体会到好处，而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发放现金奖励

（McDonald，2006）。

2007 年，Gauthier 回顾了当时所有关于家庭福利政策与生育率关系的文献，发现家庭福利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研究都报告这些政策对生育率会产

生一些微小但是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研究报告指出没有发现这些政策对生育率

变化产生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还指出，家庭福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

响主要体现为生育的时期效应，而不是数量效应，即并不影响夫妇终身生育孩子的数量。

2013 年，Greulich 和 Thevenon 分析了 18 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过去 25 年间（1982-2007）的数据，发现包

括现金奖励，增加产假和税务减免等家庭福利政策大体而言对生育率变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

比较起来，发放现金奖励和为家庭提供儿童的幼儿看护费用补贴的作用要比增加产假或其他福

利措施更重要一些。

在澳大利亚，最早的实证分析来自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于 2008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

Lattimore 和 Pobke 分析了 2002 年至 2007 年的 6 年间澳大利亚生育率的逐步上升的趋势，认为

有两个直接的原因导致生育率的回升 ：（1）高年龄组（30 ～ 39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补偿效应，

有许多妇女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推迟生育，但是在近几年进入高年龄组以后开始生育。（2）有调

查表明一些年轻妇女的生育意愿比上一代妇女要高。不仅如此，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有助

于促进近期生育水平的回升 ：（1）持续的经济增长及其创造的更多的工作机会，特别是非全时

工作的增加，降低了家庭生育孩子的财务风险 ；（2）越来越多的雇主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

职业妇女能够更好地处理工作与生育及抚养孩子的关系 ；（3）近些年来实施的更慷慨的家庭福

利政策，包括儿童看护税务补贴，家庭税务补贴和育儿奖励，也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基于这

样的分析，他们认为自 2004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育儿奖励政策对生育率回升起到了一些积极但

有限的作用。

2011 年 Drago 等学者分析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历时追踪调查数据，即

从 2001 年开始调查，以后每年跟踪调查一次的“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调查”（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r Dynamics Survey, or HILDA）。在这项调查中，有一个关于生育意愿的问题，

询问育龄妇女“在最近的将来，你有多大可能会生育孩子，或生育更多的孩子”。他们对 2001

年至 2006 年的数据进行多变量分析，发现在育儿奖励政策宣布以后的一段时期，育龄妇女的

生育意愿有显著的上升，与此同时，生育数量也有明显的上升。他们认为这表明育儿奖励对于

促进生育率从低水平回升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分析也表明，育儿奖励的作用有限，而

且该奖励对生育二孩或高孩次生育比对一孩生育的促进作用更强些。

Parr 和 Guest 也利用“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调查”的追踪调查数据，对 2001 年至

2007 年 7 年间数据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教育、收入、职业，年龄和孩次等因素的

重要影响，育儿奖励和税务减免等福利措施对生育率上升的影响相当有限。他们认为，尽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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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把大量现金直接发放到夫妇手里，对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定有可能产生有效的激

励，但是相对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费用，育儿奖励和税务减免等提供的补贴数量实在是太微不

足道了。他们的分析也强调生育率的“时期”效应，即近期生育率的回升主要来自于 30 ～ 39

岁年龄组妇女对以前推迟生育的补偿。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在同时期，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并

没有实施生育奖励政策，但由于推迟生育的补偿效应，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也在回升。

2012 年，Sinclair 等学者分析了澳大利亚统计局从 1990 年到 2009 年的 19 年间按月份的

出生数据，发现在育儿奖励政策宣布的 10 个月之后，即从 2005 年 3 月起，登记的出生婴儿数

有大幅增加，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 2008 年。他们认为这是对该政策最直接的反应，不仅如此，

这一影响还持续了几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Sinclair 等学者在 2015 年利用维多利亚州（澳大

利亚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的第二大州）从 1983 年到 2008 年的出生登记数据，比较分析了育儿

奖励对提高生育率的影响。与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相比，出生登记数据包含了孩次的信息。

另一方面，这一数据比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历次调查的样本量要大得多。他们的分析发现，

在维多利亚州，20 ～ 29 岁妇女的生育率在育儿奖励宣布以后有明显的增加，但 30 ～ 39 岁妇

女的生育率则在上升几年后开始下降。

在 2018 年对澳大利亚生育水平的分析中，McDonald 发现高龄生育的妇女的终身生育孩子

数量比正常生育妇女高一些，这表明 2004 年实行的家庭福利政策有助于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

最终补偿生育。另外一方面，他还发现自 2006 年以后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妇女总和生

育率一直保持在 1.8 个孩子之上，他认为家庭福利政策有助于这些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在生育和

抚养孩子与保持工作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

三、评估育儿奖励政策对澳大利亚生育率变化影响的挑战

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但是如何正确评估该政策对澳大利亚生育率变化的影响面临一些方

法论上的挑战。正如 McDonald 所指出的那样，对育儿奖励政策是否真正促进了生育率的上升

做出可靠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不实行这项政策情况时的数据来

用作参照。另外一个原因是，除了育儿奖励政策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庭福利政策都或多或

少有促进生育率回升，或防止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作用。

澳大利亚的生育水平在世界发达国家中属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澳大利

亚的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加拿大和英国，但是低于美国和新西兰。这 5 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

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自 1980 年以后都一直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但是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

十年间，尽管只有澳大利亚实施了鼓励生育的育儿奖励政策，这五国的生育水平也都有所回升。

不仅如此，在最近的五年间，这五个国家的生育水平又都开始下降（图 2）。国际比较表明，澳

大利亚生育水平的变化，不仅有其独特的因素，即育儿奖励政策，也有国际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即生育的时期进度效应和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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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实行育儿奖励政策之前的二十年，妇女生育水平一直在逐步下降，其直接原因

是妇女不断推迟结婚和初育的年龄，即主要是生育率的“时期效应”在起作用。在实行育儿奖

励政策的同时，很多以前推迟生育的妇女开始生育小孩，出现了生育率的“补偿效应”。虽然

总和生育率在实施育儿奖励政策之后有一定的回升，但详细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分年龄组生育率

能够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这是因为不同年龄的妇女处于不同的生活阶段，教育、工作和家庭等

各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对该政策的反应也可能相应地有所区别。

图 3 列出了从 2001-2016 年的 16 年间，妇女年龄为 15 ～ 44 岁，以 5 岁为分组标准的

6 个年龄组的分年龄组生育率。总体来看，除了 15 ～ 19 岁年龄组以外，其他 5 个年龄组在

2005 ～ 2008 年间都经历了程度不等的回升。但是，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传闻相反，年轻

妇女（15 ～ 19 岁）的生育率不但没有上升，而且从 2001 年开始一直在持续缓慢地下降，到最

近几年下降得更快一些。20 ～ 24 岁和 25 ～ 29 岁两个五岁组的的生育率总体上也是一直处于

下降的趋势，但是在 2006 年和 2007 年两年之间有短暂的回升，在此之后则是继续下降。

图 2 1970-2015年澳大利亚与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发达国家生育率的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2017）：《世界人口展望（20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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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4 岁和 35 ～ 39 岁的两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变化趋势略有不同。30 ～ 34 岁的妇女的

生育率比其他年龄组的生育率都要高，这主要是妇女长期推迟生育的结果。这个年龄组的生育

率从 2001 年开始就处于上升的态势，一直上升到 2008 年，但是从此之后开始缓慢的有波动的

下降。35 ～ 39 岁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也是从 2001 年开始就持续上升，在 2008 年到达最高水

平以后，一直稳定在此水平，直到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波动。对于 40 ～ 44 岁年龄组的妇女来说，

生育率从 2001 年最低水平开始缓慢上升，并在 2008 年以后一直稳定在该年的水平上。

总体而言，20 ～ 39 岁之间的 4 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在 2005 年至 2008 年之间有些上升，但

30 ～ 34 岁和 35 ～ 39 岁两个年龄组是继续之前上升的趋势，这更多是表明生育率的时期效应，

但也包含育儿奖励的鼓励作用。而 20 ～ 29 岁两个年龄组的生育率一改之前逐步下降的趋势，

在 2007 和 2008 年两年有短暂的回升，这为育儿奖励政策鼓励生育率的上升提供了一些证据。

但是，最近五年分年龄组生育率的趋势，表明澳大利亚生育率可能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1.8

个孩子的水平上波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最明显的趋势是 20 ～ 24 岁和 25 ～ 29 岁两个

年龄组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延续了长期的年轻妇女推迟生育的模式，而另一方面，30 ～ 34 岁

和 35 ～ 39 岁两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已经回升到一定水平，继续回升的空间非常有限。

从 2001 年开始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调查”的队列追踪调

查数据，不仅提供了历年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也提供了她们基于现有子女数而期望的未来

的子女数。简单分析这些数据在过去 15 年的变化，也为我们理解育儿奖励政策对生育率变化

的影响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表 1 提供了育龄妇女在 2001-2005 年、2006-2010 年和 2011-2015 年

期间，年龄为 25、30、35 和 40 岁时的曾生子女数。从平均曾生子女数来看，在实施育儿奖励

政策前后，无论是时期还是队列的平均水平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图 3 2001-2016年澳大利亚5岁组分年龄组生育率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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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2016年澳大利亚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

年龄 / 时期（岁） 2001-2005 年（个） 2006-2010 年（个） 2010-2015 年（个）

25 0.39 0.37 0.33

30 1.04 0.93 0.91

35 1.70 1.67 1.59

40 2.16 2.11 2.14

平均数 1.32 1.27 1.24
注：在2001-2005年间25岁妇女为1976～1980年间出生的队列，依此类推；数据来源于作者根据Wilkins(2017)

提供数据重新制作。

表 2 提供了育龄妇女在 2001-2005 年、 2006-2010 年和 2011-2015 年期间，年龄为 25，30，

35 和 40 岁时的曾生子女数和期望子女数之和。数据表明，在育儿奖励政策实施期间，即 2006-

2010 年，育龄妇女期望更多的子女数，即在现有子女数基础上期望的子女数，略有增加。但是，

即使育儿奖励政策曾经起过促进生育意愿提高的作用，在该政策终止以后，这样的作用也随之

消退。

表 2 2001-2016年澳大利亚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期望子女数之和

年龄 / 时期（岁） 2001-2005（个） 2006-2010（个） 2010-2015（个）

25 2.02 1.96 1.82

30 2.05 2.17 2.08

35 2.06 2.12 2.05

40 2.24 2.22 2.23

平均数 2.09 2.12 2.05
注：在2001-2005年间25岁妇女为1976-1980年间出生的队列，依此类推；数据来源于作者根据Wilkins(2017)提

供数据重新制作。

四、来自澳大利亚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启示

本文简单回顾了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实施的促进生育率的家庭福利政策，特别是 2004 年

至 2013 年的 9 年间实施的“育儿奖励”政策，以及该政策对 2006 年至 2008 年间总和生育率

的回升的影响。文章回顾了一些研究的结论，并对 2001 年至 2016 年间分年龄组生育率的变化

做了简短的评论。归纳起来，澳大利亚实施促进生育的政策的经历可以提供以下一些有益的启

示 ：

“育儿奖励”政策对促进生育率从低水平回升起到一些积极但有限的作用。该政策尤其对

促进高年龄组（30 ～ 39 岁）妇女补偿以前推迟的生育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该政策

并没有显著和长期地影响年轻妇女的生育意愿和行为，20 ～ 29 岁妇女的生育率在短暂小幅回

升之后，又恢复到缓慢下降的长期趋势。

与其他家庭福利政策比较，直接给生育孩子的夫妇发放现金奖励是简明和有效的措施。澳

大利亚一直实施很多有利于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家庭福利政策。在育儿奖励政策终止以后，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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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政府甚至实施了更为慷慨的产假福利政策，但这些对生育率的回升都没有显著的激励作

澳大利亚实施育儿奖励政策的 9 年间，每年出生婴儿数大约为 30 万，以平均每个孩子奖

励 4000 澳元计算，政府大约发放了超过 100 亿澳元的生育补贴。假设不实行该政策的总和生

育率为 1.8 个孩子，则 2006-2008 三年间最多多生 6 万儿童，9 年间多生不超过 10 万名儿童。

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代价是相当高昂的。该政策一直非议不断，从实施后不久，民间

传闻和媒体报道就不断充斥许多青少年早早生孩子，领取补助后就立刻购买当时还很贵的手机

和大屏幕电视的故事，但是分年龄组生育率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故事。每次大选，两党都拿育

儿奖励政策当靶子作为当政后平衡预算的筹码，该政策先是被附加各种条件，又经历各种修改，

终于在实施 9 年后被正式废除。可见，一项出发点很好的政策，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

还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后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完美的和专门的数据追踪分析育儿奖励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但统计

局完善的生育统计数据，以及在该政策实施前就已实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收入和劳

动力变动状况调查”历时调查数据等，提供了很好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可用于评估该政

策的效果。

和其他相关的研究所表明的一样，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趋势往往是由于年轻妇女推延生育和

年长妇女的补偿生育两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如果年长妇女的补偿效应不足以抵消年轻妇女的推

延效应，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生育水平的不断走低。对于考虑和制定任何应对低生育率的

相关政策，认识低生育率下的生育变动规律是头等重要的一步，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和中国不同，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移民国家。近年来有一

半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大量的海外移民加入澳大利亚，不仅带来了人口增长，而且增强

了生育潜力。但即便如此，仍然会面对由于生育率的低下带来的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等一系

列严重的挑战。

在评估澳大利亚奖励生育政策的效果时，必须意识到直接给生育婴孩的父母发放现金只是

澳大利亚一系列家庭福利政策的一小部分，而这些父母在生育和抚养孩子、妇女参加就业、平

衡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享受福利补贴，这些都具有间接鼓励生育率的作用。如果把这些费用

都计算进来，那么澳大利亚直接和间接用于鼓励生育的费用则有可能是天文数字。

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覆盖整个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

立健全之中，还有相当人口处于贫困，特别是在中西部边远地区。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世界上

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不仅十分昂贵而且往往收效甚微。把实行奖励生育

视为灵丹妙药恐怕会事与愿违，也难以承受，岂可轻言之。

中国在 2013 年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 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正式终止了实行长达

35 年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但长期形成的以降低生育、控制人口为主导

的思维定势还难以一时消除，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也非一蹴而就。努力实现自主生育，

“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习近平，2015）当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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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近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重在加强生育支持政策，

增强政策包容性。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深化和延续。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发展呈现重大转折性变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成为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审时度势，2013 年，2015 年先后做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

两孩”政策的重大决策。2016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发布，提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做

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与服务管理改革同步推进、配套政策措施同步制定”。

针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群众反映突出的“生不出，养不起，没人带”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提出必须健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建设”，从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出发，要求“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了“优化生

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

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的各项要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将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党

中央、国务院的系列决策部署体现了对人口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对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积极

回应，对社会变迁和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政策，是落

实十九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新时期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政策能否平稳落地，还有

赖于各地加强统筹规划、制定有效政策，依法组织实施。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首先，生育政策需要激励相容。生育政策要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也应与支持生育的政策导向一致。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年轻一代婚育观念的快

速转变，少生优生成为主流，优生优育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阶段，与生育

挂钩的经济社会政策主要目标是引导群众少生，而在当前年轻人普遍婚育推迟，少生不生的情

况下，亟待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通过激励相容的政策组合拳，鼓励适龄生育，减轻育儿焦虑，

降低养育成本，帮助群众实现生育意愿，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人口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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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口问题应当精准施策。我国人口发展地区差异大，计划生育服务管理需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我国西部地区人口发展转变比东部地区迟滞 20 年以上。东部地区要积极应对高龄

少子化问题，围绕扩大托育服务供给、降低“三育成本”、促进父母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平衡

等积极构建生育保障政策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围绕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提高妇幼健康水平等补齐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这需要中央政策的指导，

也需要各地结合当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探索新时期计划生育的实现方式，赋予计划生

育服务新的内涵，保护计划生育家庭的权益。

第三，制度设计保持弹性包容。面对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和婚姻家庭变迁中的新情况、新问

题，需要前瞻性的制度构建。比如，巩固和加强生育保险在生育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逐

步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积极鼓励父亲参与育儿过程和家庭责任分担，父亲也同样可休育儿假。

引导家庭养育教育观念，增加优质、普惠教育供给。倡导适龄婚育，使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

毕业规定对生育子女的学生更有弹性、更加友好。对单亲家庭、特殊家庭收养、生养子女给予

支持和帮助。开展适应现代家庭生活方式、妇女生育年龄延后情况下的生殖辅助技术研究，关

注生育困难群体诉求，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这都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包容审慎的态度，顺势而为，因时而变，不断推进生育政策的改革完善，提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本文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在人民网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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